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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同業團體角色詮釋架構的建立

王朝枝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 要

台灣在解除戒嚴令之後，對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的管制解除，一時之間，人

民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成立，蘊積已久的民間力量，從社會各個角落開始宣

洩，一波接一波的旺盛活力，簡直讓人目不暇給。卻也讓筆者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國內工商團體組織（即僱主團體組織）的功能似乎未見發揮，外界對於同

業團體的了解，仍停留在表面的階段，對於內部實質運作的情形，缺乏深入的

理論解釋。為此，筆者開始對人民團體進行研究。

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愈發感受到台灣團體運作的特殊性，已非簡單運

用一個理論所能解釋。為克服這層障礙，筆者採取多面向的研究角度，透過「歷

史」、「結構」、「實證」、「參與觀察」四條路徑的交錯分析，嘗試描繪出台灣地

區工業團體的真實樣貌。在此研究進路之下，筆者整理出一組基本的分析架

構，藉此對僱主團體提出一種新的理解。但這種新視域的建立，原就牽涉甚廣，

再加上詮釋架構尚處萌芽階段，使筆者在論述過程中，本著恓恓惶惶之心，深

恐過度詮釋。但願這項期望與本文所呈現的論述之間，不致相距太遠。

關鍵字：同業團體、詮釋架構、結社自由

本文 2007.12.10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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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相關理論介紹

一般在對台灣地區同業團體進行角色界定時，經常被引用的理論有四：多

元主義、新國家主義、組合主義與侍從主義等四種。論者分別從不同的理論預

設，試圖分析同業團體對內對外的複雜關係與互動模式。然而其中隱然存在著

兩類不同的預設：即前三種理論分別從不同的指涉，將同業團體作為「社會」

或「利益團體」概念之應用，以及與國民黨政府為指涉的「國家」概念形成二

元對立，發展出不同修正之理論；而侍從主義則將同業團體的領導班底與國家

分別納入「私人」的概念中，而以侍從關係的利益交換與政策服從的互動性進

行解釋。

但若仔細分析這些理論應用的現象時，便出現幾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第

一，台灣的同業團體作為一個社會組織，究竟是什麼意義下的利益團體？上述

來自西方政治學的理論，似乎都無法單獨地清楚界定其角色特性。第二，論者

為了要相應地說明台灣社會的具體情形，似乎多有並用此兩類不同預設之理論

的傾向，但卻不是在同一層次或脈絡中運用這兩類理論，也就是說，多數論者

仍以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作為較高理論層級，以說明同業團體與國家之間

的關係；而欲具體陳述現實上的互動模式時，卻又以侍從主義為現實說明的方

便理論。第三，我們也可以承認，這兩類理論，特別是國家組合主義與侍從主

義，對台灣同業組織的角色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元素，但在說明國家對

同業團體進行「巧妙運用」，以致造成今日台灣同業團體的現實發展時，似乎

仍舊缺乏整合的解釋能力，亦即在國家與公會這兩個對偶間的關係，似乎還隔

了一層罩紗。因此在進行更進一步的理論深探前，本節先對這四種相關的理論

加以說明與分析。

一、多元主義（Pluralism）：

做為當代政治學說，多元主義的特色，主要強調權力的形成與運作，是受

到多方面的影響，而非由單一集團所可完全掌控的。政治，是表現在不同的個

人或組織，依其偏好直接而主動參與而構成的；而影響政策的力量之所以是廣

泛的，是因為利益團體間相對的開放性與競爭性的活動，使偏好個體透過選舉

產生代理人，由代理人代表公意來實現公意與制定政策。代表制和開放選舉保

證了公民權力的有效行使，而利益團體的壓力證明了權力分散的有效性。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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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種集團依據自己的支持率以取得影響力，在此脈絡下，國家只不過是反

映不同偏好的中立機構。論者借此架構，論述同業團體為具有某種利益或價值

偏好團體，以說明其與政府間的關係與發展。但西方多元主義本身，已有許多

歧義性的發展與理論修正的歷程，而且已被證明用於論述許多英美以外國家的

研究，多有不足之處，是以此一理論是否能恰當地說明台灣社會的現象，也頗

令人懷疑。但為了解的緣故，我們還是有必要對多元主義的一般論述進行理論

上的澄清。

關於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究竟如何劃分與界定，雖然多元主義的傳統中有眾

多的分歧，不過主要的核心觀點可歸納如下：

第一，多元主義採取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即認為社會上的不同組織或團體，皆可視之為一種單純的個人集會

（aggregations of individuals），這些個人集體地從事各種利益或偏好活動，「故

所謂集體性即等於個體偏好與價值之和」。（註一）換言之，利益團體是由個人依

其偏好所組成的，因此可被視為是一個以集體性利益為主軸而活動的組織。

第二，多元主義者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權力的影響力是廣泛分散的。社會

是由「許多的少數」統治，而非由「一個多數」統治。它們相互監督，防範「少

數」取得優勢。因此儘管決策集中於「少數」手中，但影響力仍操諸多數人之

手，因為在多元政體中，這些「少數」的數量和多樣性在不斷擴大中；是以它

不像在傳統社會中，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且是累積性的。在過去，地主

或貴族不只擁有財產，同時也擁有聲望、地位、權力等。而在現代社會，不同

領域的個人或團體，則擁有不同的勢力。例如資本家有經濟的權力，未必有政

治勢力；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人，未必在教育界或文化界有相同的影響力（註

二）。這種權力的分散和不累積，形成多元社會的特色。

第三，權力的分散和不累積，雖然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社會的特色，但多元

主義並不因此認為社會中的每個人或每個利益團體，都處於平等的競爭地位，

或具有影響政策的相同權力。（註三）事實上，社會的不平等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菁英，不同的企業集團擁有不同的經濟優勢，以致掌握了

不同的發言與影響政策的權力。但多元主義強調個人身份並非恆定而不可改變

的。因為雖然資源的擁有程度不同，造就了社會的不平等。但與傳統社會不同

的是，在傳統的社會中，身份是命定的、是不能改變的，而在現代社會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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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身份的不平等則可以透過個人的努力被改變，勞工透過努力可以成為老闆，

下層階級出身的人，也可能躋身上流社會，也因此擁有了相對於其他勞工與下

層階級而言較高的權力。

第四，多元主義強調社會團體的自主性與衝突的必然性。（註四）由於社會的

分化，不同的職業、身份、地位團體也相對出現，並代表不同的利益集結，而

現代社會中，各式的利益集結所形成的利益團體，逐漸取代以血緣、地緣為基

本認同的團體，而成為現代社會結構的主要基礎。當然，由於各個團體的利益

未必相同，在資源有限的影響下，利益衝突與競爭便不可避免，例如資本家與

勞工、工業生產與環境保護等。這些不同團體的出現與相互競爭，也成為現代

社會多元化的特色之一。

第五，多元主義認為政府是重要的權力領域，因為其控制力，比起其他力

量來得具有決定性，但政府本身卻不具自主性。Robert A. Dahl 便指出：「政府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的控制力相當具有權力。……比起其它的控制力來得具

有決定性。…因此可以合理的假定，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下，誰有辦法控制政府

的決策，將比那些對政府決策不具有控制能力的人，更具有顯著的……控制

力。」（註五）換言之，政府本身不具有權力的自主性，權力的行使還是要受社會

（即多元利益團體）所決定。多元主義接受利益團體的存在和勢力，並將之置

於核心地位。

第六，多元主義假定政府是社會上不同利益團體競爭中，一個不可測知的

仲裁者，它並不會根據固定的價值來選擇支持或反對任何利益。因此，政府被

看做是一組中立的制度，聽命於民選政府而運作，並向民選政府負責。但多元

主義對所謂的中立仍有不同解釋。第一種解釋脫胎於「團體理論」（group theory）

的多元主義，認為國家提供了團體壓力匯集的場所，因此，國家作為社會團體

利益之反應機制，被外在壓力所形塑，並不具有獨立自主的運作邏輯。然而在

這種觀點下，現實上存在著追求官位的個人追求，倘若官位並無影響，那麼其

追求之動機就無從理解。第二種解釋是將國家視為是一個「公正的仲裁者」

（referee）。在此一角色下，國家機制運作的功能，是使各團體間利益的均衡

分配能夠維持某種程度的合理性，並且防止有力團體擁有過度權力，同時給予

弱勢團體以適切的照顧。第三種解釋則認為，做為公共機構之國家，如同另一

種意義下的私人組織，亦可以追逐其自身利益；但國家作為一團體組織，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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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黨派和利益團體的制衡，所以基本上還是多元的。

第七，政治被比擬為競爭的市場經濟活動，權力來自團體的成員數目的多

寡、財政力量的厚薄和成員立場的強度等各方面的競爭，因此權力是廣佈於互

相競爭的團體之間，競爭最後的結果，則代表該團體獲得最多數個體經由自由

決定而產生的支持。換言之，依 Dahl 定義，誰有權力決定政策，就是誰能讓

其他人去做原來不願意做的事（註六），於是，權力的相對關係，在政策制定的

衝突中最能夠展現，也最能夠尋找出究竟是哪些人影響了政策的制定。

第八，多元主義反對將國家視為菁英的或資本家的工具，因為不同的團體

透過競爭、選舉、遊說，都可能影響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反映利益團體的競爭，

雖然這點看起來類似菁英理論的看法，即競爭贏的就能決定政策走向，但是多

元主義更進一步的看法是認為沒有哪個團體一定會贏，特別是勞工團體，仍可

能贏過金錢勢力強大的資本家團體。因為，即使國家政策被政客或利益團體所

操縱，一般人仍能夠透過選舉制衡政客。多元主義相信選票是一般人的制衡武

器，政客必須定期的面對選民的檢驗，他們必須瞭解和符合選民的需求，否則

在下次的選舉中，就可能挫敗。（註七）

第九，多元主義的多元性，來自可以對不同利益和意見做最大幅度表達的

信念，其中沒有任何一種利益可以宣稱為代表最佳的公益概念。換言之，對於

公益的解釋，應該透過不同意見的交互作用而受到不斷的重建。組合主義所強

調的政治穩定和經濟效益，可以是公益項目之一，但不會予以特權管道。

第十，多元主義強調不需要對於終極價值具有共識，團體所需要的只有經

由程序獲得正義。它們主張不管利益的本質為何，社會上各個不同的個體利益

主張，都可借自由結社來設計公共制度。政府只是進行一種程序規則的機制而

已，並不會規範具體種類的利益內容與方向，也就沒有任何理念或價值可以妄

求不公平的得利。

從以上的特性分析，可以發現多元主義並未將國家視為自主的、具有決定

性影響力的機構，而看成是社會團體的競爭或遊說的反應機制。他們所著重討

論的是「誰或哪些團體影響國家政策﹖」而對於「什麼是國家﹖」並不關心，

說明他們的理論基本上是「社會理論」而非「國家理論」。但是這種將國家與

社會進行二元劃分之後的多元主義，以社會特性為分析脈絡的理論結果，卻在

對權力和國家的看法上，產生了以下幾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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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多元主義有任意主義（voluntarism）的色彩，它忽略了社會結構與

功能的限制，並傾向對於結果的全盤合理化。（註八）多元主義者認為誰在競爭

中贏了，誰就控制了國家、擴張了他的利益。這樣的看法不論在認識論或方法

論上，都與個人主義哲學有關。在認識論上，多元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集體，

都可以劃歸到個人的利益和選擇上。所以，個人可以選擇加入利益團體，也可

以選擇政治冷漠；他們不認為有所謂的階級利益，而只有個人主觀認定的利

益，因此不認為有所謂代表階級利益的「虛假意識」的存在。在方法論上，多

元主義是典型的行為科學式的個體主義，只研究可觀察的（observable）個體行

為，例如選民的選擇、政策的制訂過程、權力鬥爭，或市民、代議士與官員三

者間對於議題討論的互動上等等，而較少注意看不見的結構或制度複雜性等面

向，甚至認為這些結構與功能是已定的，所以只能參酌其互動內容，而忽略其

結構內在的問題。（註九）

第二，正如新國家主義學者批評的，多元主義的確較少關注制度和組織面

向的自主性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他們的理論被稱之為「黑盒子」（blackbox）理

論，認為只要社會團體注入不同的因素，政治體系自然就產生政策結果出來。

至於這些注入的因素在國家內部如何運行，如何與既有組織制度、官員的利益

等相連結或衝突等問題，缺乏研究。（註十）

第三，多元主義並未真正看重一項事實，即並非所有的社會團體都具有相

同的組織力與競爭力。在社會結構內，有些團體不必組織就很有權力，例如資

本家階級；而有些弱勢團體即使組織起來，也無法與強勢的團體競爭（註十一）。

Peter Bachrach 和 Morton S.Branz 便指出多元主義在認識論上的問題是忽略了

制度性的偏差，並指出有更基本的權力形式，包括政治價值及制度實踐等，早

已把一些問題預先排除在政治決策過程之外了，即在決策過程中有所謂「被壓

抑議題」（nonissues）的現象，也就是有權力的人根本就可以決定哪些議題可

以成為浮上檯面的問題，而某些議題還沒上檯面就被壓抑掉了。他們用

Schattschneider 的「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這一概念說明：任何形式

的政治組織都隱含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於某些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

突的表面化，某些議題被組合進政治裡，而某些則被排斥出去。（註十二）

因此，Bachrach 和 Branz 認為，研究檯面上的決策過程並不夠，更重要

的是研究什麼是「偏差動員」（例如主要的價值觀、規範、政治程序、遊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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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等），再看看誰從中得利，有權力者如何影響社會價值，將決策議題置於安

全範圍內，並壓抑其他可能挑戰決策者利益的議題浮現（註十三）。許多多元社會

利用明顯的意見分歧做為面具，以隱藏更基本的衝突，換言之，權力並不只是

看得見的面向而已，還有看不見的結構面。因此多元價值不必然反映真實的矛

盾和不公。即使在自願結社權沒有受到限制的情形下，許多非主要項目內的議

題，也很難得到完整公開的表達。所以，共識或許只是一種虛假或強加的意識。

所謂開放、民主的本質或許只是多元主義者的幻想。

第四，多元主義時而處在一個手段稀少、目的衝突的狀態中，代表不同利

益團體的代議者之間的強烈競爭，甚至採取互相否決對方提議的方式進行對

抗，或者是不同支配團體把決策程序侷限在相對無害的議題上，並刻意排除那

些具有危及其決策地位卻可能是更基本的議題，終致不能主張積極的公益而陷

於泥沼。這是因為多元主義不界定公益為何，它只依照市場法則，以社會達爾

文主義式的論調，將競爭的結果合理化，並將責任推給匿名的大眾。至於為何

依市場法則決定公益，以及少數團體因為資源取得、時機掌握、專業知識與特

殊技能的培養等各方面都不足，其利益主張被嚴重忽視等，諸如此類相關的問

題，多元主義論者們都並未予以交待。

第五，多元主義低估了階級做為一種力量的影響。雖然階級利益只是無窮

多潛在社會利益中的一項而已，它並沒有理論上的特權地位。但在現實的決策

活動上，個人或團體若作為支配階級者，便可運用其因控制資源而得到的各種

特權，將私人力量轉化為對國家政策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許多國家其實只是少

數階級和特權團體的囚徒，而這些階級和團體的權力，多來自於暴力或詐欺，

而非多元主義者們所預設的：國家只是協調各利益團體間自由競爭作用的反應

機制。事實上，國家無法提供程序以外的價值標準，中立地協調與仲裁，以克

服階級的影響。

第六，國家的形成是由可觀的資源所構築而成，尤其是官員個別的私利涉

入時，權勢之現實便經常會取代理想，故做為資源掌握者與分配者的國家，在

實際的決策活動上便極有可能排除或改造具有威脅性的議題，或同化某些利益

以維持其既有權力與地位。統治者周旋於各種利益之間的態度絕非中立，其行

動依恃的價值體系以及規則，都是有利於優勢群體而設定的，遠遠超出多元主

義者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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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多元主義對權力的看法太過天真，認為每一個個體的每一次選擇都

是各自獨立的，每一次的選舉都是一次個體利益重新來過的新考慮與新選擇。

事實上，權力是以不同形式與方法進行累積的，有影響力者絕不只用以謀取當

前的現實利益，更計之以將來的長久操縱與把持，產生形形色色的主導與擴張

的行動。

在應用多元主義說明台灣的同業團體與國家的關係時，有助於理解同業團

體內部競爭關係，以及同業團體與同業團體間外部競爭關係的存在，但其所出

現的盲點也相對更多更多，包含了同業團體當中，各個組成個體並非自願性加

入，且同業團體的主張違反其個體利益時，不得自由退出團體；而成為會員之

後的權益主張，也並不能透過選舉提出有效的監督，以致對於何公益的主張，

常常是操縱選舉的少數領導人，依其個別的需要進行技術性的或強力的主導而

成；甚至同業團體對國家政策發言內容，也經常並非透過團體的決戰，反而是

經由利益交換的可能性來決定。是以，多元主義解釋效力的薄弱，導致研究學

者探向其他理論，尋求解釋的新方向。

二、新國家主義（Neostatism）：

從一九七０年代末期之後，由於美國社會學界對「國家」在政治理論中的

重新引發興趣，而帶出一九八五年 Theda Skocpol「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學術運動（註十四）之後，強調以國家自主性的研究儼然成為時

代風潮 ，美國政治科學委員會甚至成立了「國家研究委員會」，專門針對「國

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個以「國家」概念為政治研究新途徑（approach）

的風潮被稱之為「新國家主義」。

這個風潮的產生基本上與政治學上對於「社會中心（sociao-centric）」和「政

治中心（political-centric）」的討論有關。前者以社會為一個分析的單元，作為

理解政治現象的基礎；而後者則認為政治現象有其獨立的變化規則，因此不需

要將其化約為社會現象來說明。新國家主義在此脈絡下，企圖以國家為核心的

概念，將系統的、文化的、發展的以及階級的理論所探討的問題，整合成國家

理論，創造一種政治研究的新典範。（註十五）

若從台灣政治發展的現實角度言，台灣的經濟發展不能簡單地依循西方以

現代化理論來說明；至於依賴理論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因其不同的歷史與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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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其發展受到國際性經濟體系的影響，而造成制約或停滯的現象，雖可藉

以理解台灣的發展對世界經濟體系依賴的現實，但卻無由說明：台灣是如何有

效避開了關係中的制約與停滯，甚至是在依賴關係中成長，創造所謂的「經濟

奇蹟」。不論各方學者對此現象如何再行說明，有一個事實似乎無法被忽略，

即開發中國家的內部政治體制中「國家」角色的重要性，也就是國家具有主動

盱衡國際性政治與經濟環境，對國內外經濟趨勢的主動掌握與參與行動，甚至

透過行政干預與市場資源分配等方式，主導有利國家的經濟發展。於是，國家

的角色與功能逐漸重新受到學界重視，在談到包含同業團體在內的各種團體與

台灣政經發展的關係時，似乎也無法避免與國家互動的事實，是以論者有從新

國家主義的途徑進行各種分析研究。

新國家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研究途徑之興起，根據高永光教授的研究指出，

這個問題可以從 Gabriel A. Almond 對國家的研究歷程來瞭解，因為此種歷程

正代表著國家研究新途徑出現的過程。（註十六）Almond 認為，對國家研究途徑

之重視最早的源起，可以追溯到 1968 年的 F. Watkins 在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

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中的強調，同時期的 J. P. Nettle

也予國家概念重新下定義，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很大的重視。而真正用整體的

觀點來研究國家觀念的，還是 Theda Skocpol 和 Stephen D. Krasner。根據 Krasner

的研究，認為新國家研究途徑的特徵有以下五點：（註十七）

第一，新國家主義比較重視統治和控制（rule and control）的政治問題，關

切在內外威脅下，國家如何控制與維持秩序，而不像系統論較為重視政治行為

者的利益分配問題。

第二，新國家主義把國家視為一種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一個行動單元，

而不只是對社會偏好的事物或該社會的特質，做出忠實反應的機制而已。

第三，新國家主義的研究比較重視制度或機構的約束，以及它們對個人行

為的影響與作用。所以，政治活動的結果，不是單純地由社會上各種團體之互

動來決定，國家權力結構的種種制度安排，都影響人們對自我利益的觀點。

第四，新國家主義特別注意歷史發展中的一些抉擇，當前的制度可能是由

於某些歷史條件所導致，也可能致使某些制度未來會消失，而不僅僅是當下的

社會結構所決定的。

第五，國家內部的政治生活充滿著緊張與衝突，國家政策也可能經常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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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體的期望背道而馳。人們對國家所產生的懷疑不僅是價值如何分配的問

題，對於如何分配價值的遊戲規則本身，也經常提出疑問，而這也是新國家主

義的重點關注的政治現象。

在這個新的研究途徑下，Krasner 便借用了 Roger Benjamin 和 Raymond

Duvall 的定義，對國家的意義做了四點描述：（一）國家就是政府，它是一國

裡所有具決策權威的人士所構成的整體；（二）國家是由公務人員和行政組織

所構成的一致性整體，也是制度化的法律秩序；（三）國家為統治階級；（四）

國家是規範性的秩序。

由上所述，可以發現新國家主義強調將國家視為自主的制度和組織，且有

意地與馬克思主義和多元主義作區隔，認為後者是以社會為理論中心，將國家

視為一個分析上的依變項，而忽略了國家作為自主性組織，不但具有獨立自主

的行動能力，而且對社會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現象。也正是基於國家可以藉政治

手段分配資源，把涉及整體的或眾人的利益之處理歸到國家範疇中，便使國家

的地位具有一種「公共」的特性，而與私人的事務或利益對立起來，成為一個

新的公私關係研究取向。因之，國家干預便可視為是公共力量向私人領域滲入

的政治化表現，而各種社會運動則是阻擋公共權力政治化的表現。新國家主義

主要的論點，則可依此脈絡歸納如下：（註十八）

第一，國家是具有自主性的社會行動者（actor），而非社會偏好的反應機

制。Skocpol 認為國家是指行政官僚所組成的一個有組織的、目標一致的整體，

特別是指可以擺脫社會利益影響的永業文官，在國家面臨危機時，獨立地探取

應對政策略，以解決困境；在承平時期，這些國家官員也可以透過相當獨特的

方式去主導政策的制定，影響社會的運作。換言之，新國家主義更強調統治與

控制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此即「國家是社會行動者也是塑造社會的制度結構

者」（註十九）。

第二，國家能否達成其利益追求的目標，與國家的能力（state capacity）

有關。Skocpol 對國家所下的定義是：「國家自認是控制著特定領土及其上之子

民的組織，可以去形成並尋求目標，而非單純地去反應其所掌控領土範圍內的

社會、階級或社會團體的利益或要求。」（註二十）根據這個定義，國家的自主性

包含了國家對自身利益的主張與追尋的行動，而這種主張或追求常常是以權威

的強化、政治的長遠、國家組織的社會控制力等相關，Krasner 在對「國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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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概念的分析中便指出，國家的基本利益可以包括國家總收入、社會安定、

政治權力與經濟成長等內容，決策官員便可以基於此一概念制定國際經濟政

策，而獨立於國內政治壓力之外。但是國家是否能有效達成目標，與國家所擁

有的制度性資源是否能有效支助政策的推展（註二一），即其人事與制度安排是否

能有效地整合、政府官員是否具有前瞻性與自主性、是否能夠拒絕社會利益的

影響、是否能夠帶領或連結社會團體共達成目標等，有密切的關連。而這正是

反映了國家是否掌控了主權完整性、行政的穩定性及軍事武裝力量的控制性。

（註二二）

第三，國家的官員有不同於社會團體的利益。一般而言，社會團體的利益

較為短期，而國家的官員如果有長期觀點的和創造能力的，就比較能夠使得國

家有較大的能力去達成政冶社會改革的目標。因為新國家主義強調國家結構中

所存在的緊張和衝突，包含國家對民間社會資源的汲取、對資源分配和分配規

則的爭奪等，都有瞭解與監控的必要。也就是，國家與政經社會環境的關係，

特別是某些和政策產生和某些具有特殊支配能力的政經結構組織的關係，與國

家能力的強弱有相當重要的關聯，而對此一關聯的認識與掌握，以及它在與壓

力或支配性的利益團體目標相悖時，如何可以推展、引導甚或強迫社會執行國

家的目標時，又不過分影響利益團體的發展，而削弱實現力量。因此，國家能

力的表現，還必須去考慮其國內原有的政經結構及國家在此結構內的地位、國

家官僚菁英的能力等相關因素。

簡單的說，正如 Skocpol 指出的，新國家主義一方面視國家為一具有自主

性的組織，透過它，政府官員追求特定的目標並完成之，而有效與否，則視在

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有多少國家的資源可用而定；另一方面，國家也可從鉅視

的角度視為組織和行動的複合體（configurations），影響社會裡所有團體和階級

在政治上的意義和策略。（註二三）

新國家主義這樣的論點挑戰既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典範的論述，並宣稱已

經造成典範位移（paradigm shift），與重新取向（the paradigmatic rerorientation，

Skocpol， 1985：3）的效果，便不免遭致學界各方相當多的批評。結構功能論

者 Almond 批評新國家主義論者們只是稱述早已熟知的傳統國家論者的命題

而已，其在企圖推翻學界既有的研究典範時，不但對新近的多元主義、新馬克

斯主義與結構功能主義的研究所知甚少，而且忽略了主流傳統的研究就足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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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國家管理者的自主性權力（autonomic power）以及國家的下層結構權力

（infrastructural power），並斷言他們只是內在的馬克斯主義者。（註二四）不過根

據高永光教授的分析，這多少是站在一個多元主義的立場的批評，認為多元主

義幾十年來的努力被新國家主義抨擊為化約主義，因其過分簡化政治現象，以

為社會才是唯一影響政治的變數，而感到氣憤不平。（註二五）

另有馬克斯主義如 Rhonda F. Levine 則批評新國家主義者假定國家能從社

會及經濟勢力中分離出來而加以分析，並宣稱國家在經濟及社會此二領域中發

生影響，而忽略了分析存在於國家結構背後的階級情境之起源。特別是新國家

主義者用以驗證其假設的個案研究歷時短暫，尤其是有關美國新政的分析上，

必須配合歷時更長遠的的資本主義危機及資本主義國家結構的限制來觀察才

行。（註二六）所以 Clyde W. Barrow 以為新國家主義這種研究途徑的目標，只是一

種中程的議題假設，不能建構鉅型的國家理論，其成果有限。（註二七）但 Peter B.

Evans 和 Skocpol 等人也指出這種批評是因為新馬學者的一種理論預設，以為

公共政策的起源和影響必然總是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在談到政策的實際失

敗、社會民主政治和經濟改革等，在新馬學者看來，都只是基本的社會和經濟

利益衝突及鬥爭而已，而國家便是提供這種鬥爭的場所，並被企業所支配。（註

二八）

Bob Jessop 則更深刻地指出，新國家主義者因為要批判社會中心論的分

析，故而特別強調國家應該是一個獨立變數，且曲解並單向地突出國家的重要

性與影響性；或者簡單的以為只要結合國家中心論與社會中心論的觀點，就能

發展出一個政治學上的全面分析架構。（註二九）王振寰就在此一種批判中進一步

提出三點批評：（註三十）

第一，過度二分國家與社會：新國家主義二分社會與國家，不可避免地將

國家視為整合的整體。但是這在經驗上很難成立，因為政府官員的行動是可以

隨意、不顧及社會關係和整體國家利益的，而且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界

線有時很難區分。例如西方的組合主義研究發現，政府官員與社會利益代理者

可以共同塑造政策的主要方向，如果不刻意忽略這個現象，那麼，到底什麼是

國家﹖工會是不是﹖資本家團體是不是﹖假如不是，那麼這些團體的代理人又

如何能夠決定國家政策﹖

第二，國家自主性的觀念模糊。Skocpol 在理論架構上，為了強調與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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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義的不同，相當強調國家的制度自主性。但是理論上的堅持，很難在實

質的經驗研究得到支持。因為國家必須面對社會團體，有時候這些團體的壓力

並不是政府官員可以隨意不顧的。因此，在經驗研究上，Skocpol 及其同僚的

作品，必須不斷的修正其看法，認為社會團體對國家有相當的影響力（Cammack

l989），因此在經驗研究上，Skocpol 認為國家的自主性不是任何政府制度結構

的本質，「它可以來也可以去」（It can come and go. ）（註三一）。那些可以比較不

顧社會團體壓力的、比較具有國家能力的叫做「強勢國家」（strong state），而

那些較無力抵擋社會勢力的、國家能力較弱的稱為「弱勢國家」（weak state）。

因此，當理論上的自主性被修正時，則國家自主性的強弱成為相對的概念，那

麼這樣的「相對自主性」概念，其實與她所反對的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相

去不遠。

第三，正因為過度強調國家的自主性，所以新國家主義忽略了非國家

（non-state）因素對國家的影響力。到底社會結構、階級等因素如何影響國家﹖

而國家與社會團體有什麼樣的關係，都沒有理論上的討論。換言之，新國家主

義強調了制度的自主性，但忽略了對社會結構的討論，以致對國家與社會團體

間相互滲透的關係、結構性因素在很大程度內影響了社會階級與團體，並進行

滲透國家、影響國家政策的決定等現實，不具解釋力。

透過新國家主義說明台灣的政經發展時，可以發現國家作為一個主動力量

的主導與支配的功能。但在仔細分析時又不可避免地發現，由於歷史發展的特

殊脈絡，台灣的黨與國的角色經常性地互換，更接近實際的政治現實，似乎是

表現在解嚴前後的黨的力量強弱不同，對社會各團體的控制與影響的力量與方

式也隨之改變，是以我們很難根據新國家主義的解釋脈絡，清楚地界定台灣政

治體制中的國家範圍，即國家立場與黨國立場的模糊界線，無法用一個「國家」

概念便可概括說明，當然也就更不容易說明：國家做為一個行動主體的自主性

究竟應表現在那一個意義上來予以認定。在此理論解釋的困難中，研究同業團

體做為社會組織，其在國家的制度限制中有什麼特別的地位、功能與發展，也

許就不及研究執政黨對它們的介入與控制。因此，不論是新國家主義的理論內

在需要，或是運用來解釋台灣政治現實解釋的需要，都面臨了修正與再擴充的

必要，也在此種理論的需要中，另有一種吸收了多元主義與新國家主義的理論

特點的組合主義出現，試圖發展新的解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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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合主義（Corporatism）：

組合主義興起的關鍵是在一次大戰期間及戰後發展，時局迫使歐洲各國面

臨著競爭力危機的問題，特別是戰後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些特有的組織化現

象，改變了早期形成的社會力量關係結構，於是國家介入經濟的分配活動以及

日增的社會政策之制定，逐漸成為一種新型的體制性要求。

在此期間，中央愈加涉及於經濟調整及社會政策規劃，地方政府亦不斷擴

充其管轄範圍和幅度，職業利益團體也應時而興，運用不同的組織部門與方法

去影響及調和國家活動，以發展自身的生存與利益。（註三二）於是，利益團體便

從原本的私人保護性質，以避免受到國家干預的狀態，轉而願與政府建立調節

和相互支持的關係。這種現象，在組合主義者看來，正與其所強調的集團行為

和體制之間密切相關，即 Phillippe Schmitter 所說的：「組合主義，作為一個特

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其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

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註三三）凸顯出國家和公民社會間的利益組織與協調作

用。而後，由於二次大戰後，追求集體的目標—— 諸如穩定物價、調高薪資

等，使得合作（cooperation ）變得更加不可或缺。同時，根據組合主義的看法，

國家是影響利益構成和團體作用的決定性力量，它可以在社會進入組織化的資

本主義階段後，將不同團體吸納到體制之中，例如它強制將勞工安排在談判行

列之內，避免團體間因利益爭鬥而危及社會秩序，並可矯正階級在政治上的不

正義，國家與利益團體互滲的情況，便在此背景因素之下高度發展並且制度化。

一般而言，組合主義是一個包含多面向意義的概念，（註三四）西方學界對其

適用的範圍亦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根據丁仁方的研究研究發現，（註三五）或有學

者把組合主義視為一種國家形式，如 Jessop，或有視之為一種經濟體系，如

Winkler，或者視其為一種利益匯集系統，如 Schmitter，或有視之為一種政策形

成的制度化模式，如 Gerhard Lehmbruch，或者視其為一種政治結構，如 Leo

Panitch，多少造成組合主義在觀念指涉上的模糊與理論建構上的困難。但不論

何種主張，基本上組合主義的核心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一般我們會依 Schmitter 對組合主義的界定進行瞭解，他說：「組合

主義可以定義為一種利益代表的系統（a system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其中

組成單元（the constituent units）被組織成單一性的（singular）、強迫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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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lsory）、非競爭性的（noncompetitive）、層級組織的（hierarchically ordered）

及功能區分的（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的有限部門中；這些部門（如非新設）

乃經由國家認可（recognized）或授權（licensed），並容許其在個別範圍內獲有

獨佔的代表性的保證（a deliberate representational monopoly），但在選任其領導

人和匯集需求與支持上（on their leaders and articulation of demonds and

supports），需受國家的監督與控制。」（註三六）

在 Schmitter 的定義下，功能性利益與國家共同構成的關係，使代表功能利

益團體扮演一種為國家進行利益匯集，以及為政府的政策負起推行委派的責

任。而這便與多元主義有了根本的分別，因為多元主義是「一種利益代表的系

統，其中組成單元被組織成許多多數的（multiple）、自發的（voluntary）、競爭

性的（competitive）、非層級組織的（nonhierarchically ordered）及自主的

（self-determined）部門；它們並未透過國家特別授權、認可、補助或創造，其

領導人之選任或利益之匯集亦不受國家控制，並且不具獨佔代表性的保證。」

（註三七）

再者，Schmitter 還對與組合主義類似的工團主義進行界定，特別指稱其為

一種「甚於為代表性」（morn than interest representation）的「利益凝聚的系統」

（a system of interest aggregation），與組合主義的型態不同，因為工團主義「其

中組織單元是不定數量的單一性的、自願的、非競爭的領域；這些領域的組成

不具階級秩序和功能專業化，亦非由國家機關或政黨所承認、創造或維持，並

無控制其領導人之選任，或由國家或政黨控制其利益之匯集，亦並未行使代表

性壟斷，而僅在解決其衝突以及自動地權威性分配其價值，不必國家機關干

預。」（註三八）其中，利益凝聚與集結是指綜合不同的利益團體之各種需求，而

將之納入於公共政策施行綱領的過程，利益團體對公共政策有直接的掌握和影

響，而各團體間的基本利益和共識基礎也很清楚，並不產生代表性的問題。但

組合主義或多元主義等所表現的利益代表系統，則有利益匯集（interest

articulation）的問題，是一種政治利益團體形成和需求表達，並將之傳達給政

府當局的一種過程，它強調國家與利益團體在價值分配與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高

度合作關係。

對比於台灣的同業團體，其形成及其與國家的關係，用工團主義的方式說

明似乎不及組合主義，原因是同業團體之組成，不但非為志願的，而且其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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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並非利益一致而無競爭關係，尤其是其組成在歷史上是由國家或政黨或明

或暗地主導創造而成，黨國甚至介入領導人的選任活動與利益匯集的方向，這

一切現象，均非工團主義所能說明者。

第二，Schmitter 又指出組合主義有兩種次類型：一是社會或自由的組合主

義（Social Corporatism），另一是國家或威權的組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 ）。

社會組合主義的特性，是國家的正當性與運作主要或完全依賴單一、非競爭

性、層級結構的代表統合組織（corporations），社會力量主導著自下而上的組

織關係秩序；國家組合主義的特色，則為由國家所創造類似結構的統合組織，

在國家資助其正當性及有效運作情形下，成為國家的輔助或附屬的機構，換言

之，即國家主導著這種自上而下的關係秩序。

社會組合主義，可視為多元主義的延伸，但也有人認為彼此有所不同。因

為當代社會的競爭逐漸轉變為一種寡佔的形式，而國家的內在結構，也反映出

一種分散的利益被不平等兼併的事實。（註三九）國家組合主義係由威權政體之強

制力所造成，在危機或是政變後急速地建立起來，其目的在動員民眾同意其政

策。但無論是那一種類型，高度的控制勢所必然，同時合法性亦必加以維護，

其方法是操縱並籠絡那些對中央權威足以產生有效反對的大眾。

就個別的制度環境而言，國家組合主義則多存在於自由主義傳統弱、資本

主義發展晚、傾向威權主義及新重商主義的國家，較常出現在具有集中的行政

權力、一黨獨大的政黨系統、象徵性的選舉、及強調意識型態的行政體系的地

區。社會組合主義通常出現在自由主義傳統強、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國家中，

較常出現在具有相當獨立的民間社會、公平競爭的選舉過程及政黨制度、價值

多元的行政體系等的地區。（註四十）

第三，組合主義大抵不脫兩個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基本問題：「合作」

與「控制」，或者是「誘因」與「限制」（註四一）。進一步區分，還可以細分國家

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合作與控制關係，社會團體彼此之間的合作與控制關係，以

及社會團體內部上層菁英對下層組織或基層（rank-and-file）的合作與控制關

係。（註四二）

第四，組合主義是使利益的匯集建構在國家與功能性團體之間。組合之社

團雖有制度化直通政府的特權管道，然其代價則是參與政策的推動。這樣的過

程可能在既有的團體架構內完成，也可能為了其目的，而創造出某些特別的社



台灣地區同業團體角色詮釋架構的建立

19

團。（註四三）

因此依據 Alan Cawson 的分析，利益團體從原本的私人保護性質，進而轉

變為與政府建立調節和相互支持的關係；而這種相互滲透的關係，主要是由國

家主動決定的。國家除了擁有諮商和代表的合法性以外，還需要專業化的知識

和職業性的能力；特別是重要的經濟利益代表，常常可以獲得特殊發展門徑，

或得到與國家相互支持的更多機會。也因為此一邏輯，當消費者團體的活動與

其擴張現象將大為踰越國家的管轄範圍之外時，生產團體便會被國家視為特別

必要而形成兩者的組合團體。（註四四）

在此一特點中，社會利益團體對於政策的制定形成一定壓力的多元主義觀

點，與國家作為掌握發展的主動性功能的新國家主義觀點，便被整合起來，形

成一個互動式的論述。在應用到台灣的政治現實時，便多少把同業團體視為一

個類利益團體，團體領導人或透過一種與國家和多方參與者的「議合」

（consentation）過程，而達成目的交換，形成制度化的政策構成結果，並認為

各利益團體可以運用資源控制、權利交易、政策支持、秩序與服從、組織壓力

等籌碼，交換對自己有利的政策制定。而國家可能透過既有的權威與強制，決

策資源或執行權力，主動創造推行政策的有利條件，協調並影響政策制定。

第五，不可否認的是，多元主義對於功能性團體參與的強調，促成了組合

主義重要特徵的合法化。但多元主義利益團體的競爭性角色，被一種秩序井

然、互助及穩定的關係所取代。此乃對國家利益的持續強調，以及狹隘部門利

益的揚棄。政府也必須認知到擁有真正社經實力的功能性團體的興起，並正視

這些外在於國家的權力中心的存在。（註四五）

第六，組合主義主張因政治穩定及經濟繁榮的目的，可由國家主動建立一

種強迫性代議的制度，明白承認公共利益，使國家的權力與團體的組織力量直

接聯結在一起，經由直接的交涉，取代市場的暴力或政治的分裂，以尋求整合

和調節，建立社團與政治核心的永久性對話網絡，藉使團體放棄不安定的行

為，來解決經濟的衝突。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組合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主動國家、支配性代議、

效率管理的政治，企圖完成經濟穩定的國家領導要件。政治合法性的原則，也

從程序的形式理性轉移到經濟目的的實質理性。但組合主義的觀點顯然也有些

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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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功能組織層級性和獨佔性的設計，限制了公民主權結合的需要以及

選擇議題的範圍。組織的層級性把權力轉移到團體上層的少數菁英上；而團體

所享受的部門獨佔，則排除了組織成員運用退會的權力，重新進行競爭性利益

組合的機會。原本在政治上吸收多元主張的能力，將隨著國家政策過度集中於

經濟決策而降低。以台灣的公會團體為例，強制入會與業必歸會的層級架構，

對團體領導人透過爭取團體利益，以獲得選舉更大的支持權一事，變得不是十

分必要，反而是如何藉由政治交換贏得自身更多的權力與利益，儘管犧牲了團

體中部分或大多組織成員的利益，也無所謂，而此一現象，卻不是組合主義預

設將國家與利益團體視為二元整體的互動，便可以單純地說明的。

第二，為何組合主義能以政治穩定、經濟效率的公益之名，拒由公民討論，

而生命的平等、正義的追尋等等的議題就可以討論呢﹖事實上組合主義永遠必

須面對的問題是，何謂公益﹖為何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變成公益的核心價值﹖

為何某些團體代表公益﹖特別是涉及利益的政治交換時，究竟交換的二元真正

代表對象為何，若不解析清楚，對台灣社會團體的發展了解，也是不夠的。

第三，國家與社會團體的控制與合作，並非僅限於利益匯集層次，其他如

社會團體憑藉專業協助國家制定與執行政策、國家提供讓社會團體願意接受

「限制」的其他「誘因」等不同層次的交換關係，亦是組合主義重要的制度內

涵。再者，國家與經濟組織之間的合作與控制關係，特別是集中化的勞工組織

型態，未必適用於其他社會團體，尤其是具有強勢條件的社會團體（例如強大

的跨國資本組織）。

第四，Schmitter 用對比的定義方式，容易造成組合主義與多元主義的差別

僅在利益匯集方式不同的誤解，而忽略二者在利益匯集的層次（註四六）、法律層

次（註四七）、與政策合作關係（註四八）皆不相同。

總之，不論是國家組合主義與社會組合主義，政經制度的危機，是促成組

合主義從一種意識型態或組織形式，轉向為國家與社會團體之間制度安排的歷

史關鍵，至於轉化的方向，則需要檢視國家的策略與相對於社會組織的地位。

如果以國家與社會組合主義兩個方向來進行比較，通常國家組合主義所以能夠

制度化，是因為國家原來相對於大眾部門，即有一定程度結構上的優勢，同時

需要藉由統合制度控制與穿透民間社會，以達成其政治上或經濟上的目的；至

於社會組合主義的制度化，則通常是因為國家與已經具有一定基礎的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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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互有優勢，國家需要藉由與社會組織間相互的合作，以達成其政治上或經

濟上的目的。

在對比到台灣的政治現實時，可以很容易地發現相對於「社會組合主義」

而言，似乎「國家組合主義」或 Lehmbruch 修正後所說的「威權組合主義」

（Authoritarian Coporatism）都比較符合對台灣的描述，論者也發展非常多不同

層面的解釋應用，例如在台灣的同業團體的組成形式上，有強制入會、業必歸

會等層峰架構，而這表現了國家藉由制度安排以管制衝突利益的國家組合主義

式的觀點，而在威權統治下，黨政機構透過垂直壟斷的社會組織架構，進行對

團體的滲透與動員，也就具有威權主義的色彩。此種脈絡似乎也就較為符合台

灣體制中，在國家的概念外，也必須考慮特別是由政黨所形成的黨國角色，而

表現出來的威權控制力量。但是，對政黨所形成的組織性體制、其與國家角色

之區分、其與社會團體的滲透與互動模式的認識，卻無法純由國家組合主義或

威權主義可以論述，故而有侍從主義的理論的出現，以彌補組合主義理論不足

之處。

四、侍從主義（clientelism）：

所謂「侍從主義」（clientelism）或「恩庇主∕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主要是人類學家研究傳統社會表現在個人之間利益交換的垂直組

織方式所運用的概念。在政治學上，侍從關係也被用來了解在現代政治的領域

中強者與弱者之間不對等的利益交換關係。（註四九）侍從主義是指一種特殊的關

係，此種關係並不及於一般人身上，而只存在於與國家有密切關係的人身上。

基本上，它是特殊利益與政治支持之間的交換，而與國家的分配和控制資源的

角色有關。（註五十）

侍從主義通常存在傳統分化程度較低的社會，典型的侍從結構是兩兩對偶

（dyadic）、資源不對稱的「恩庇主∕侍從」（patron-client）所構成的垂直互惠

結構，低階的恩庇主被整合在更高階的恩庇主之下。（註五一）一般而言，「主」

通常擁有較多的金錢和資源，並可隨其意願分配給跟隨者（「從」），而「從」

與「主」的交換關係，則建立在私人的服務上；換言之，它強調從資源的不對

稱來說明權力的高低，而界定個人間分配與服務的關係。

這種結構的社會分化程度及政治參與程度皆低，其運作通常具備如下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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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恩庇主-侍從」的關係是分散的（diffuse）、非正式人際間的（interpersonal）

或特殊主義式的（particularistic）連結；它並非藉由正式法律或國家科層組織

作為媒介，因此不是以法律的（1egalistic）或契約的（contractual）交換關係；

（註五二）換言之，這種資源分配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效力，其關係在權利義務的約

定上也相當模糊。

雖然資源不對稱，但它建立在一個恩庇主與侍從間自發性的（voluntary）

互惠（reciprocity）基礎之上，因此有相當強的凝聚力（solidarity）及長期的穩

定性。這種關係雖因人際交換的特性而範圍有限，不過它的基礎是疆域性的

（territorial）或地方性的，與國家權威的普遍性不同。更重要的是，雖然低度

的社會分化限制了這種關係的角色多樣性，不過它確是多功能的

（multifunctional），並非只有政治利益的交換而已。（註五三）

一般認為，多數威權國家發展的歷史背景，是從傳統社會逐漸朝向現代社

會過渡，因此威權組合主義的形式條件，與傳統支配社會的侍從主義又有相當

微妙的歷史辯證關係。傳統的侍從結構在台灣的政經體系，已形成一種「寡佔

體制」，因此威權組合制度的建立，可能是國家擴大收買反對勢力的一種策略

性選擇。國家雖然建立了組合主義的組織型態，但是主要貫穿其中的控制機制

卻是侍從主義式的。這些經由組合制度建立了現代的功能性社會團體，與國家

之間主要的交換管道，並非正式的制度管道，而是在統治菁英與佔據社會組織

的社經菁英彼此之間的「恩庇主-侍從」關係，組合制度中不同層級組織的領

袖正好構成了一個垂直的侍從網絡。（註五四）

跟隨這個脈絡，許多研究便將台灣在威權時期黨國與社會團體間之互動發

展，用侍從主義說明。也就是認為過去許多對台灣組合制度發展型態的說明，

多將其定位在黨國部門對於社經組織的控制型態，但忽略組合主義與其他威權

體制間的辯證關係，特別是侍從主義式（Clientelist）的機制，也忽略台灣組合

制度內的「非組合現象」。由於威權組合主義與侍從主義各自有不同的運作原

則，前者依憑正式的法制基礎、普遍主義的交換原則，後者依憑非正式的人際

關係、特殊主義的交換原則，兩者之間又有某種程度的功能互補關係。雖然透

過組合主義建立現代的功能性組織，但傳統的非正式關係、人情網絡還相當程

度地影響這些組織的運作，並在這兩種制度間取得非常微妙的平衡。

台灣在威權體制時期黨國部門以侍從主義控制地方社會，部份論者因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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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從主義視為威權組合制度的一環，或者把應屬政黨組合的制度視為政黨侍從

主義（party cIientelism）。這裡最根本的問題之一是組合制度是法制的、組織性

的、以及普遍主義的關係，而侍從主義是情感的、人際的、以及特殊主義的關

係，其運作邏輯與原則根本是矛盾對立的。並且政黨侍從主義並非侍從主義的

一種，因為政黨侍從基於組織性關係的運作，根本與侍從主義的主要特質——

特殊主義不同。所謂政黨侍從如果是指涉國民黨所建立的組織性控制機制，應

視為組合主義而非侍從主義。另外，部份作者對威權組合制度與侍從主義的討

論將二者分開處理，將其視為威權體制控制民間社會最重要的兩種機制，其中

組合制度主要被用以說明社經部門組織性的整合，而侍從主義則被用以解釋威

權領袖對地方派系及資本階級的控制，結果亦衍生一些缺失。（註五五）

依丁仁方之見解，忽略威權統合制度與侍從主義之關連，所衍生的主要問

題之一，是理論詮釋的問題，特別是對侍從主義的詮釋。通常一個依賴侍從結

構統治的國家鮮少穿透市民社會，而主要以恩庇主的結盟來有效地控制疆域，

國家領袖可能是一個在金字塔頂端的最高恩庇主（superpatron）。侍從主義因為

以地域為基礎，以人際結合的方式運作，因此原子化（atomizes）大眾部門的

同時也阻礙了功能性組織的整合。但從侍從主義的基本特性來看，台灣在威權

體制時期所採取對地方派系及其他社經部門的控制型態與典型的侍從主義並

不相同，特別是國家對民間社會的強力穿透、透過正式組織進行控制，同時由

於社經組織的高度政治化，非正式交換關係重要性往往超越正式的法制關係，

對此現象單用侍從主義或組合主義都難以完整說明。例如國民黨政府，運用主

從關係，一方面以中央的經濟資源控制權力，創造公營企業與黨營企業，以為

支配民營企業的工具，並隨時安插特定高層人士，以促使這些企業聽命於政

府，或透過各種優惠培植並籠絡民營企業，另外，還將部分地方性資源靈活地

分配給地方派系，藉以掌控這些不同的特定派系之間的相互競爭及其個別地對

政府的支持。而這些現象與典型的待從主義的特性並不相符，也非組合主義可

以清楚說明的。

問題之二是台灣威權體制所發展出來的組合主義，與侍從主義有相當密切

的互補關係，構成了威權體制極重要的兩個控制民間社會的互動環節。這種互

動關係大致如下：黨國部門先進行了「國家化」的步驟，對民間社會完成了征

服與臣屬的工作，包括將地方原有的政治菁英派系化、社經部門組織化及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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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益匯集壟斷化；其次再藉由組合主義及侍從主義的機制達到控制民間社

會的目的。黨國部門採取這兩種機制其實是交互運用，對地方派系內部整合是

以社會人際網路關係為主，但卻鼓勵地方派系滲入官方與民間的組織，以方便

選舉的運作動員，因此地方派系既控制地方政治權力，亦相當程度地壟斷地方

社經部門的利益匯集；丁仁方便借用「再團體化」的概念說明這種地方派系的

重新建構的一種過程。（註五六）這種把正式組織性的資源依附在侍從主義之下的

運作方式（註五七），可以稱為「侍從制度內的組合結構」（corporatist structure in

clientelism）。對社經部門雖是建立組合主義式的組織型態，但卻仍以依侍結構

區隔並鞏固其對黨國的效忠，因此正式的組織雖是社經部門表達利益及參與政

策的重要管道，但侍從主義式的非正式人際管道其重要性常常超過正式的組織

管道，這種特殊主義式的交換關係寄生在組合結構內的運作方式，則可稱之為

「組合制度內的侍從結構」（clientelist structure in corporatism）。簡言之，在台灣

威權體制之下，侍從主義人際式的動員及組織式的控制，其實是交互為用，因

此雖在理論的辯證可作區隔，但在說明威權體制對社經部門的控制時，不能忽

略二者的互動關係。（註五八）

以上四項傳統理論，提供台灣的同業組織相當不同的風貌。多元主義將同

業公會視為競爭性團體之一；新國家主義則將之定位為附庸性的團體，雖不一

定是應變數，但未必能夠成為影響國家決策的力量；組合主義則將其塑造成法

制關係下的合作組織；至於侍從主義，似乎較能深入解釋台灣特殊政商關係所

呈現出來的現象，原因在於非正式組織動員的政治運作型態，基本上並不那麼

適合於西方的理論論述，再加上動員的手法是訴諸於特殊的、個人的、情感的

交換，與西方基於契約的交換關係不同，因此才會在諸多西方的理論之外，另

搭配侍從主義說明之。然而，隨即而來的問題就是，兩種理論之間的關係為何？

丁仁方所謂權威組合主義與侍從主義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所指為何？何以在

處理某種問題時用此理論，而遭遇其他問題時，卻選用另一個理論呢？回答此

問題的最大的困難，在於侍從主義的理論背景，與其他西方理論的背景相距太

遠。如前所述，侍從主義是由人類學引介而來的理論，本身為原始而單純的經

驗性理論，並無西方政治理論所內含之市民社會背景，那麼理論間的對話或辯

證基礎何在﹖因此，光是引用侍從主義並不能根本回答民間團體或同業組織的

各種特性，例如，究竟是何力量使民間團體或同業組織凝結在一起？何以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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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或同業組織領袖具有侍從性格？為何派系團體會聽命於侍從化的派系或

同業組織領袖？因此，要與前面三種理論結合，就會發生困難，因為理論的預

設不同，前三者是從典型西方市民社會觀念所發展出來的，雖然理論各有偏

好，但在「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架構上，則是一致的。反觀侍從主義，則

是強調私人和私人間的交換服從關係。這兩類理論原本各有其解釋力的場域，

猶如「孝道」與「民主」原本各有其解釋場域，但若要將二者結合，則需建立

新的對話基礎。筆者以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從文化特性的角度著手。為

此，我們有必要先將兩類理論的歷史背景進行回顧。

第二節 西方市民社會的背景

事實上，當學界試圖對台灣的政治現實進行理論論述時，很難避免藉用西

方理論的模式；但吊詭的是，一般研究所著重的，本是描述台灣目前的政治現

實在歷史上是如何發展的，以及解釋為什麼在歷史上會如此發展；但具體的作

法，卻是在各種理論模式之間的反覆論辯中，用理論模式的可解釋性來重組歷

史，以證明此種模式的有效性；也就是，理論的有效性似乎比現實的軌跡更被

重視，相對的，也正因為理論的有效性無法脫離現實，削足適屨的理論始終也

無法避免被修正與被取代的命運。

正如上述理論中之前三者，都潛藏著一個共同的預設，那就是「國家與社

會」的二元對立概念，而這是一個典型西方歷史的產物，對於襲用西方理論的

我們，究竟是套用，還是有意識的借用，可能是在如許眾多的研究作品出現之

後，必須儘速反省的第一個課題；而即便是澄清了研究的向度後，這種研究努

力地在認識論上有一個共同的、也許是不自覺的預設，即產生自西方歷史的經

驗及其理論觀念可以作為一種普遍有效的標準，在不同的國家、文化、歷史與

社會中都可跨領域地運用。而運用的模式大抵不脫幾種途徑：尋求並發現與西

方經驗相似之處；以西方模式為判準，對不符標準的現象進行批判；以西方理

論為主軸，配合本地歷史與經驗的分割重組，將西方理論略作修正後以為理論

發展。其實，針對不符合西方經驗的現象，正可以發現兩種文化差異所在，而

愈是深刻地分析此差異各據之基礎，愈可以反顯出對話的可靠情境。是以，在

我們試圖說明台灣的同業團體的發展與特性的同時，對先前所採用的幾種西方

理論進行背景的理解，是有其必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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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動當代學界重新討論國家與社會二元關係問題的背景，與西方二十世紀

初以來的各種「國家主義」的出現有關。在現實世界與學界理論世界中，「國

家」以各種形式與方法擴大其權力的範圍，加強其權力的行使，乃至對社會各

種不同階層與組織發展進行滲透與侵吞。對此理論回應的方式，是加強「社會」

自主性的、獨立性的、先於國家性的各種特性之論述，以與「國家」相對，從

歷史的角度、或政治的角度、或觀念史的角度，建構各種不同的理論，以論述

此對立二元間的關係、互動與理想模式。

然而，當我們對當代西方政治理論有關「國家與社會」中的「社會」概念，

要做進一步了解時，必須回溯到西方特殊的文化歷史脈絡中才行；並且在這種

回溯工作中，當代對「社會」這個概念的運用，必須在黑格爾的「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中見其線索。（註五九）而對此一線索的了解，則牽涉兩種有關社

會的傳統論述，即洛克式「社會先於政府而存在」的「社會先於國家」或「社

會外於國家」的智識傳統，與黑格爾「國家高於社會」的智識傳統；在十八世

紀至二十世紀間，對自我調整的經濟理念與對共識產生的公共意見之強調，加

入了「國家與社會」的論述場域之後，使得對這一概念架構的討論更形複雜。

對西方人而言，“civil society”，是源自於西方經驗及智識傳統的字眼，

一般翻譯成「市民社會」。事實上，該術語具有極為複雜紛繁的涵義。從歷史

上觀之，集中表現在兩種觀念，一為被今人譯為「文明社會」的前近代政治觀，

另一則為被譯為「市民社會」的近代政治觀。

所謂「文明社會」，為與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 ）相對的政治社會或國

家。在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所謂 civil society （即 koinonia

polittike）一詞，是指一種「城邦」（即 polis ）文明的生活，即泛指在城邦中

所表現出來的各種政治與經濟的活動。西元一世紀，被西塞羅譯成拉丁文的

societas civilis ，則不僅指單一國家，而且也指業已發達到城市出現的文明政治

共同體的生活狀況。這些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典，有一定程度的禮儀和都市特

性，市民合作並依據民法生活並受其調整，具有優雅情調的城市生活和商業藝

術。（註六十）對希臘人和羅馬人來說，社會是由它的政治組成（politeria）來界定

的。

這種含意的 societas civilis 在十四世紀後被人廣為採用。到了近代，在盧

梭的著作中， civil society 指的就是國家，此時，civil society 與自然狀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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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點，就是前者包含了雄據社會之上的國家。在此，「文明社會」顯然不

是指與國家相對的實體社會，而是指與自然相對的政治社會或國家。所以，

civil society （ societas civilis， societe civilis）與 the state（sivitas， etat， staat ）

也就可以互換替用，即在西方古典政治理論中，國家（the state）與社會（the

society）係同義之辭。（註六一） N. Bobbio 曾經對這個狀況概括成：在傳統自由

主義時代，眾所周知的兩個概念不是「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而是「自

然狀態」與「文明社會」，換言之，前國家人文階段的觀念主要不是受「市民

社會與國家」相對概念的促進，而是為「自然狀態」與「文明社會」這兩個概

念所提昇。（註六二）

此外，近代「市民社會」的另一種內涵，認為歐洲中世紀時期，在城市中

以基爾特生產方式的經濟活動裡，有一種自由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這種價

值觀強調個人不受制於他人任意、武斷的感情影響，以及他人任何形式的控

制，意謂著個人在法律之前平等，同時也保障個人在市場上可以自由交換的概

念。（註六三）而這個觀念的形成多多少少與基督教的世界觀與宇宙觀有關。即在

歐洲中世紀早期的社會觀中，政治權力機構只是社會中眾多機構之一，皇室的

權威再大，就宇宙觀而言，也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於是，社會便視為是一種不

同於政治組織的生活面向；此一觀點成為後來市民社會概念的重要淵源之一。

而有關主體性權利的這一法律概念，與封建制權力關係的特殊性也很有關係。

采邑制是一種準契約關係，封建主與其臣屬各有其契約規範下的義務，意味著

中世紀的主權者所面對的社會，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據權利義務關係而加以界定

的社會，更重要的是，這些權利義務的內容必須徵求同意之後，才能予以重要

變革。這種關係，被視為是臣屬者的特殊財富，這也正是西方主體性權利觀念

的淵源。

於是，我們便可理解 Manfred Riedel 的看法，他認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

使人們在經濟領域中的社會關係，成為一種私人的關係，所以黑格爾將市民社

會視為一種在國家之外進行經濟活動的非政治領域。（註六四）

總括來說，近代市民社會的內涵包括保護個人的自由思考、反對政治專

制、弘揚市場經濟、以及抗拒國家的干預活動等主張，而逐漸產生的相對於國

家以外的非政治性實體社會。這在國家與社會的框架下又與前述市民社會中的

兩大智識傳統有關，其一為洛克式的「社會先於國家」或「社會外於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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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洛克式的觀念，從其自由主義的根源看，隱含有顯而易見但未必截然二

分的兩種思想導向，其一是透過市民社會前國家（或前政治）的身份或品格

（ identity ），所表現出捍衛個人權利或反權威的「反政治」導向，這種理論

「首先是一個反抗的理論」。（註六五）在此，國家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個人的天賦

權利，而個人權利的不可取消性，則構成了國家權威及其權力的限度；其二是

透過市民社會外於國家（或非政治）的規範框架所顯示出來的社會，完全可以

不需要國家權威干預，而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非政治」導向。這種導向受到

重農學派和古典經濟學的激勵，進而導致一個受制於自身規律（「看不見的

手」）、毋需國家干預的經濟體系的出現。這表示近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原則，開

始從宗教、政治等傳統權威式組織原則，向自由放任經濟的自發性組織原則演

化。

另一市民社會的傳統則為黑格爾式的「國家高於社會」的架構。事實上，

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真正分野是由黑格爾完成的。（註六六）其基本內容是：第一，

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定義是：「市民社會，這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

聯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

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和通過維護他們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

而建立起來的。」（註六七）經由這個定義可知，市民社會中是一個由單獨的個人

所組織而成的聯合體，這個聯合體內的個人各有其獨立的自我需要，而為了有

效滿足個人已有的需要，便與他人發生關係而組成聯合體，因此，這種關係是

外在的與偶然的，並非內在的與必然的。

第二 ，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是一種有別又相依的關係，即市民社會

依靠從國家得到睿智的領導和道德的旨意；然而，國家也仰仗從市民社會得到

它所體現道德宗旨所需的手段。

第三，雖說市民社會與國家相互依存，但黑格爾指出，它們又處於不同的

層次：國家不是手段而應該是目的，它代表理性不斷發展的理想和文明的真正

精神要素，它高於市民社會的經濟安排，以及支配市民行為的私人道德規範；

也就是，個人的單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在國家的理念中可以獲得完全的發

展，以及其權利獲得明白的承認，而且也向一個普遍與精神的統一實體性為目

的而活動，對內，國家為一個統一的目的性實體，對外，可與其他個別國家的

權力運作進行區別。（註六八）一言以蔽之，國家以此地位運用並超越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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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以後歐洲各地民族國家紛紛誕生，促使由城市與封建領域組成的

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對的結構瓦解，由「市民社會」所描述的現實環境業已消失，

所保留的，只是抽象的概念或規範的意義，但卻繼續影響著政、經理論的發展

與建構。是以當代有關「社會與國家」的論述中，「市民社會」概念於本世紀

中葉以後在全球復興，雖然所強調的是體現在黑格爾哲學之中的一個比較性概

念，即與國家相對，並部分獨立於國家，包括那些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

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註六九），但「市民社會」已不具有完全與國家

相對的獨立地位，換言之，市民社會必須放在「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中被界定，

社會中各種團體的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也必須在此一架構中進行分析。

需要分辨的是，早期台灣所主張的「市民社會」理念，並不是黑格爾式的

「國家高於社會」觀，而是從洛克式市民社會觀那個「社會先於國家」的反政

治面向，或其後的葛蘭西的「市民社會」觀中衍生出來的。這與七○至八○年

代政治反對者的實踐策略有關，論者將民間社會視作一種由下而上反抗權威

「國家」的手段，因此台灣一度將此一術語譯成符合或訴諸中國傳統文化資源

的「民間社會」，進而在「民間社會對國家」關係的建構中，更側重如何有利

於動員和抗爭。這也是為什麼論者採用「民間社會」這個帶有中國傳統「民反

官」之強烈歷史記憶術語的原因。台灣民間社會理論的訴求，當然最明顯的是

「反國民黨」，因為「民間對抗國家」很容易被簡化為官民對抗，在一般人心

中，民間哲學清楚地劃出「統治（國家）——被統治（民間）」的界線，民間

哲學就成了「造反哲學」。（註七十）

總而言之，這兩種市民社會觀之間存在很多差異，但基本取向上卻是相

同，即它們都立基於原有的國家與社會的分別，而尋求社會透過民主參與、社

會運動、自治結社以及輿論影響，對國家政治決策進行參與影響。從上述可見，

不論是洛克式或黑格爾式的市民社會觀，實際上都是相對於國家而言的，換言

之，市民社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它實際上更是在與國家的相對關係中獲

得其自身的屬性，西文中所謂 “ civil society vs. state ”的論題，便體現了市

民社會的這一特性。

論者在研究市民社會特性在中國的社會中是否曾經出現時，似乎較多地去

發現中國社會傳統中是否有類似的城市文明、是否出現相類於采邑制度下封建

地主與臣僚間的互動關係、經濟的自主性體制是否或以何種方式出現、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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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會與國家」的二元對立關係，在中國政體中應以何種二元與其對應等

等，但這些問題意識在更深刻的反省下就會出現盲點，最主要的就是無視於中

國社會發展的歷程有其特殊性，不必同於西方社會，也不必委曲於西方的理論

架構下進行詮釋。

第三節 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文化

中國社會其實並不具備西方「市民社會」的論述傳統，對人的基本認定不

同，個人及其所從屬家族或社會團體間的互動關係不同，在傳統中國社會裡所

說的「家國天下」，也與西方所說的「社會與國家」，不論是在觀念上或是情感

上、甚至價值的規範上均不相同。雖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

已逐漸向世界開放，中國的確受到西方近代在政治體制及經濟理論上的許多影

響，大致表現為非政治化的經濟（註七一）、非倫理化的政治（註七二）、非宗教化的

倫理（註七三）等，而這當然與近幾世紀以來，歐美國家藉由大量不同方式，輸出

其政經政策與文化習慣有關。特別是台灣各種政經政策的制定，也多參考國外

已有之制度；但實際上，政治與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則，卻很難用同樣植自西方

的理論充分說明，其中必然存在著某些中國社會的特質，是過去論述所忽略

的，本節便試圖對此進行分析。

費孝通在其名著《鄉土中國》中，曾從文化的角度，比較中國與西洋社會

型態的不同，其在〈差序格局〉這一章中，提及中國與西方社會在組織中，個

人與團體關係的特性有所差異：

「西洋的社會有些像我們在田裡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

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個挑裡都屬於一定的

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

不會亂的。在社會，這些單位就是團體。……他們常常由若干人組成一

個個的團體。團體是有一定界限的，誰是團體裡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

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團體裡的人是一夥，對於團體的關係是相

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先規定的。……我

們不妨稱之作團體格局。

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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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

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

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註七四）

西洋社會中個人是組成團體的基本要素，與團體的關係是明確的、等同

的、普遍的，是依事先已存在的規定進行規範的。但在中國，個人與團體的關

係，是各個不同的，要隨個人與團體間網絡連結的位置而定，因此不具有普遍

性，即以私己為中心的延伸性，才是中國社會裡，個人與團體關係的特質。那

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每個人的團體網絡究竟是依照什麼原則而產生的﹖依費

氏的見解，主要是由親屬關係出發，所形構出來的家族網絡：

「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

質。親屬關係是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所發生的社會關係。從生育和婚姻

所結成的網絡，可以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

人物。我們俗語裡有『一表三千里』，就是這個意思，……這個網路像

個蜘蛛的網，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以親屬關係

佈出去的網，但是沒有一個網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個社會裡的人

可以用同一個體系來記認他們的親屬，所同的只是這個體系罷了，體系

是抽象的格局，或是範疇性的有關概念；當我們用這個體系來認取具體

的親親戚戚時，各人所認的就不同了。……天下沒有兩個人所認取的親

屬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兩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

子兒女。因之，以親屬關係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的網絡來說，是個別的。

每一個網絡有個「己」作中心，各個網絡的中心都不同。」（註七五）

所以，在血緣基礎上建立的家族團體與擴大的宗族團體，構成了中國最穩

固的自然團體。因之，血緣在中國社會的屬性，具有一定的社會分類功能與意

義。（註七六）親族成為人群關係的主軸，這種帶有親密的、情感的、忠誠的、與

合作的關係，便成為一種基本模式，可以應用於非親族的關係中，成為一種類

似親族的社會關係與結合。所以，這種家族網絡關係是具有延伸性的，而且理

論上是可以延伸至無限遠的。因此，只要追溯得夠遠、夠廣，人與人間總是可



止善 第三期 2007.12

32

以在某個位置中找到彼此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的延伸性，還可以適用在其他

如地緣關係的推演上：

「在我們鄉土社會裡，不但親屬關係如此，地緣關係也是如此。……在

傳統結構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

子是『街坊』。……是生活上的互助機構。可是這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

而是一個範圍。範圍的大小也要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中國傳

統結構中的差序格局具有這種伸縮能力。在鄉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

到有錢的地主和官僚階層，可以大到像個小國……正因為這富於伸縮的

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西洋社會裡，大家承認團體

的界限。在團體裡的有一定的資格。資格取消了就得走出這個團體。在

他們不是人情冷熱的問題，而是權利問題。在西洋社會裡爭的是權利，

而在我們卻是攀關係、講交情。」（註七七）

換言之，西方社會是以人為界定的、外顯的、共同的權利義務關係，做為

結社基礎，團體所擁有的成員具體而清楚的；但中國社會比較是從自然形成

的，由內斂的、特殊的「緣」的關係出發，做為建立群己關係的起點，至於「群」

的範圍有多大，涵蓋的成員有多少，會依個別條件而有伸縮性的，也就是團體

界限是具有伸縮性的。群己關係的內涵須隨群己的相對位置而機動調整，連帶

使得西方市民社會所強調的公與私的界分，難以適用於中國，因為所有的事，

都從私己的脈絡加以解讀，「己」所採立場不同，「群」的範圍便不同，群己關

係中的公私判定自然也就不一樣，對此現象，費孝通的分析如下：

「在這種富於伸縮性的網絡裡，隨時隨地是有一個「己」作中心的。這

並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個人是對團體而說的……在個人主義

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份子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

侵犯大家的權利；一方面是憲法觀念，指團體不能抹煞個人，只能在個

人們所願意交出的一份權利上控制個人。這些觀念必須先假定了團體的

存在。

在我們中國傳統思想裡是沒有這一套的……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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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弄成了相對性，也可以說是模糊兩可了。……當他犧牲族時，他可

以為了家，家在他看來是公的。當他犧牲國家為他小團體謀利益，爭權

利時，他也是為公，為了小團體的公。在差序格局裡，公和私是相對而

言的……。在西洋社會裡，『國家』這個團體是一個明顯的也是唯一特

出的群己界線。……在我們傳統裡群的極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

（註七八）

因此嚴格來說，在差序格局中，公與私的界線之所以不能夠界定清楚的原

因，在於：同樣一件事情，既可以認定為公事，同時也可以解釋為私事。然而，

道德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自覺基礎，必須在聯繫了「私己」的差序關係中，才

會出現具體的內容，而這便與西方的「團體格局」的「公民」道德不同，換言

之，西方的團體認同基礎在宗教，而中國則為私己的道德自覺。引氏分析西方

的「公民」道德如下：

「在團體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觀念建築在團體和個人的關係上。……（團

體）是一種組成份子生活所倚賴的對象，是先於任何個人而又不能脫離

個人的共同意志。……（其）道德體系，決不能離開他們的宗教觀念的。

宗教的虔誠和信賴，不但是他們道德觀念的來源，而且是支持行為規範

的力量，是團體的象徵。在象徵著團體的神的觀念下，有著兩個重要的

派生觀念：一是每個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對每個個人的公道。……

神對每個個人是公道的，是一視同仁的，是愛的；如果代理者違反了這

些「不證自明的真理」，代理者就失去了代理的資格。團體格局的道德

體系於是發生了權利的觀念。人對人得互相尊重權利，團體對個人也必

須保障這些個人的權利，防止團體代理人濫用權力，於是發生了憲法。

憲法觀念是和西洋公務觀念相配合的。國家可以要求人民的服務，但是

國家也得保證不侵害人民的權利，在公道和愛護的範圍內行使權力。」

（註七九）

西方這種源自對上帝的義務所產生出來的倫理，是一種普遍性的倫理，在

這種倫理中，人們將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因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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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應該作有等差的對待。所以西方的宗教力量，對公民社會道德體系的建

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後來由於政教分離原則的確立，使宗教信仰從國家社會

的「公共」領域，退守到市民或公民的「私生活」範圍，脫離政治社會事務的

介入，而專注於個別人民自身精神道德生活之關懷。但即使是退守到私人的和

精神的領域，還是間接地發揮了維繫現代國家公民倫理與社會意識之基本精

神。

反觀傳統中國的宗教信仰體系，向來即缺乏社會性與政治性，因此要依賴

宗教的力量，去激發或支持人民的社會意識，提昇社會性的倫理觀念，甚至做

為「公民」理念和「契約」精神的守護神，乃有其先天性的困難。從秦漢以後，

宗教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西方那樣全面而持續的作用。因

此，中國的所謂宗教信仰向來即是屬於「私人的」和「精神的」範疇，而沒有

介入政治或社會體制之現象。（註八十）換言之，因為中國所表現的倫理，是一種

有等差關係的特殊性倫理，特殊性倫理是一種人格化（personal）的倫理。在

特殊性的倫理中，由於每個個人之間關係親近度的差別，便會產生不同的對待

辦法。

中國這種特殊性的倫理，與西方奠基在對神的責任的倫理，是截然不同

的，在維繫社會秩序的道德根源上，中國與西方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以致於

在處置事情時，中國與西方對於標準的適用，採取不同的態度：在西方團體格

局的社會中，公務、履行義務，是一個清楚明白的行為規範；而在中國，獨立

於個人的普遍標準並不發生作用，而其倫理關係的秩序與維繫，及此一秩序得

以有效推展，是與人的道德自我的自覺有關，也與個人如何認知在差序格局所

在的位置有關，而這兩者又彼此相關。

有關個人道德自覺與行為的論述，與儒家的「仁」的思想有關。儒家強調

人和人、人和萬物乃至人和神明之間，存在著內在關係，也認為此種內在關係

可以彼此交感；而這種感通的思想，也在道家與佛教的思想中出現。由於這種

感通是以個人為出發的，故須以內在真實情感為基礎，也由於這種感通是遍及

於一切生命的，故「仁民愛物」是一種普遍的規範。在此一脈絡中，禮治社會

的道德基礎，在於一種對差序格局中不同身分與職務的區分與尊重，而不是表

面化、形式化的禮節與規範，如果人在行禮奏樂時，內心沒有任何感受或感動，

那就毫無禮樂可言；所以，孔子所說的仁，就是強調人要恢復內心的感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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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能感通，便是對處在對差序格局中不同身分的人能尊重，行事有分寸，也

就能保持應有的行為規範。（註八一）

至於人在道德理性下對關係認知，即對個人角色及身分的認知，是在差序

格局的關係脈絡中界定的。在中國的五倫思想中，夫妻的關係是最原始的，即

《中庸》所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最原初的社會關係則是存在於

家族之中的，但由於團體與朋友關係的建立，是從擬似於家族中兄弟關係發展

出去的，因此，忠、信的道德要求便是在孝、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乃至今日

社會所說的群己關係與公共規範，也都是從這種倫理關係擴大而產生的觀念。

所以，在不同的倫理關係中，按照發生的順序言，仁愛的落實、表現的樣態與

發展，便有了先後順序，即所謂的「等差之愛」。（註八二）

所以，相對於西方社會所呈現的文化型態的差異，至少有三點：一是中國

傳統社會是基於血緣為組織基礎的家族式社會，以差等的愛為基本要素，而不

是自利。其次，中國的民間社會基本上是隸屬於政治之下的，是在一個以血緣

為軸心的統一帝國下的社會，基本上不曾出現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經濟或政治城

市。第三，對中國人來說，自然權利的觀念是不存在的，不論是政治上的或經

濟上的，皆是如此。（註八三）

是以，西方論述中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傳統，在中國的歷史上未

曾出現過；以人的自利為需求的基礎而發展的契約關係，可以獨立於國家之

外，並與統治者產生互相承認與制衡的關係，也不曾出現過。倘若我們不加反

省地移植一些外來理論，來解釋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時，便有可能挾帶著不相

干的角度，而建構出一個虛妄的詮釋框架，提出不存在或相對不重要的問題，

反倒是對於本土社會獨特的嚴重問題，若非喪失觀照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就是

因為缺乏外來標準而無力面對，只會以西方的標準為進步社會的標準，用以顯

示或責備中國落後的現象，諸如此類的態度，都是陷入方法論上「以理限事」

的陷井。例如在對台灣普遍存在的「人頭」文化無法有效處理之前，空談稅制

的改革與合理化，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人頭文化絕對是與家族團體意識有關，

想以西方個人主義的法秩序加以約束，只會不斷增訂更多的防弊措施，使未能

熟知法令者動輒得咎，而衍生出更多的問題。這就是為何筆者在研究台灣同業

公會的功能與發展之前，必須先通過對於西方市民社會文化的討論，以及對於

中國傳統差序格局文化的理解，而後才能針對台灣特殊的政商關係情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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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新的四元分析架構的原因了。

第四節 「黨國」、「國家」、「社會」、「私己」四元分析架構

一、詮釋架構的文化基礎

事實上，在我們以既有的理論詮釋現實問題時，經常會面臨到無法深入說

明的困境。這些困境可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的困境是所借用的外來理論未

必適合於所欲詮釋的本體；第二類的困境是以過時的概念來詮釋新情勢的發

展。這些困境的根本解決之道，是更換另一種較為適當的詮釋架構，使問題的

核心能夠被清楚地呈現出來。

第一類的問題，我們以「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概念為例。「國家與社會」

的二元概念，被近代西方諸理論視為當然之預設，已如前述。這種以個人權利

築成的城堡，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以法律為基礎來進行規範的。換言之，法

律能夠在「公領域」和「私領域」之間劃出一條明確、單純、絕對的界線，以

釐清何者為大眾參與的公共領域，讓市民得以很清楚地衡量自身與政府間的關

係。這種由法秩序所建立起來的文化型態，與傳統中國是截然不同的。

傳統中國對「公」和「私」的區分，已如上述之分析，並不是絕對的，而

是有彈性的。此外，政治與經濟的活動，不但沒有嚴謹的界限，而且政治與經

濟的範域與體質，中西也有所不同。我們看中國明清時期的社會，一直是一種

由官吏和仕紳共治的官紳社會。（註八四）所謂仕紳，是指官吏離職、退休、居鄉，

乃至未任官之前的稱呼，亦即泛指曾經做官、可再做官、或將要做官之人。甚

至有些只是在朝權臣的近親，這些人不一定做過官，甚至不一定中過舉，但一

樣是仕紳。而地方官與仕紳之間必須官紳相護，原因不只因為是自己人，還有

更複雜的利害關係在其中。有些仕紳是朝中有人，有些則是前程似錦，難保未

來不成為地方官的頂頭上司，因此地方官對待仕紳是絕不敢怠慢的。於是仕紳

及其家族成為地方上的特權團體，享有諸如免賦權、免役權、包辦地方事業之

權、做官之權、居鄉享受特殊禮貌之權、指導儀禮之權、奔走公門之權，畜養

奴婢之權、子孫繼承官位之權，以及受教育之權等。值得注意的是，憑藉著這

麼多的特權，又不必完糧納稅，持有土地的成本極低，因此幾乎每位仕紳都成

為地主。（註八五）所以仕紳不但是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統治階層，也是經濟上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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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團體。換言之，傳統中國社會不但政治權與經濟權不分，而且有關政治與經

濟的內涵與運作方式，也與西方社會不同。如此看來，以「公領域」和「私領

域」的界分做為分析的預設架構，並不足以呈顯中國社會的特質。但是用以維

繫現今社會根本秩序的法律體系，顯然是建立在「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劃

分之上，因而造成許多「形式上合法，實質上不合理」與「形式上不合法，實

質上合理」的現象（註八六），不容易解決。因此，唯有超越「國家與社會」的二

元分析概念，問題才有可能得到釐清。

第二類的問題，我們以中國傳統經濟活動的形式，與西方「私領域」中的

活動形式相對比來說明。在以血緣為基礎的社群中，與自己的兄弟做交易，與

跟一個陌生人做交易不可能是一樣的，因為感情的因素不可能不滲透進去，而

且可能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這就無法把交易行為視為純粹的交易行為。只有在

把一切感情因素都去除掉的情況下，純粹的商業行為才可能發生；反觀西方社

會所崇尚的，是一種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倫理，而商業行為是所有行為

中，最非人格化的行為，亦即兩個從事交易的人，不需要對對方有任何認識，

就可以進行這項工作。這種態度，與西方文化中，以信仰共同體為基礎的倫理

觀有關。此倫理觀認為行事的基準，毋須以具體個人為考量，而是依照上帝所

頒佈的普遍法則行事。這就是新教倫理那種普遍式的、非以具體的個人為對象

的倫理，較有利於資本主義出現的原因了。（註八七）

因此，當中國接觸到西方工業文明時，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到價值轉換的問

題。工業社會基於「利益」的普遍原則，必須採取一種普遍化的人際互動方式，

使其結構分工能夠合理化，經濟效率能夠極大化。換言之，工業社會中，利益

相對於情感，是一個更普遍的原則及互動基礎。相對來看，中國社會在人際互

動上，看似是有其開放性，如中國人無論到任何地方，身上總是帶著一種由家

族團體所衍生的關係網絡，藉此可以尋找到同宗、同鄉、同學、同行………等

可供連結的屬性。此即費孝通所謂「差序格局」社會，每個人都有其由近而遠、

親疏有別的關係網絡，而人與人之間的網絡，若是無限延伸的話，總能找到交

集之處。但矛盾的是，這種無限延伸網絡的目的，是在尋求一種情感的認同界

線，此認同界線所形成一個封閉系統內的成員，就會產生「族類同感」的「自

己人意識」，因而建立起「自己人」與「陌生人」的區隔意識。因此，這種封

閉團體是依據特定的、情感取向的原則而組成，與西方普遍的互動原則不同。



止善 第三期 2007.12

38

在台灣，這種傳統家族團體式的運作型態依然盛行，依照原本的詮釋架構

看來，理應無法適應新興的工業文明，但現實似乎不是這樣，這意謂著，想要

了解現實的轉變，就必須具備有新的詮釋觀點才行。

這個新的觀點，就是「擬似家族團體連帶」的觀念。由於在現實上，傳統

家族團體既不能被排斥，社會又要能因應新的經濟需求，那麼如何重構所需要

的組織架構，以取得二者之間的平衡呢﹖關鍵在於家族團體的邏輯可以被採

用，但不可能以此邏輯擴散到整個社會。台灣社會立基在血緣家族團體的老幹

上，必要有新枝的發展，才能符應經濟的需求，這個新枝就在於「擬似家族團

體連帶」的發展。所謂「擬似家族團體連帶」，原則上指的是從自然家族團體

連帶過渡到擴大化家族團體連帶，這種整體擴大化家族性連帶原則，把非親族

份子以親族感覺連在一起。（註八八）如此一來，家族團體可以一邊發揮它根深蒂

固的力量，一邊卻又從自然的血緣連帶解放出來，造就了擬似家族團體的發

展，既打破了自然血緣的分類基礎，也就打破了家族團體的封閉性。換言之，

擬似家族團體，是以利益為團體構成的實質基礎，又以擬似血緣連帶為團體構

成的形式基礎，既能符應利益團體及職業團體的現實需要，又貼切於中國的人

際邏輯社會的團體發展。由於擬似家族團體不再侷限於血緣的格局，社會具有

血緣家族的穩固性，又有擬似家族團體的開放性，工商經濟需求的組織架構就

有因事制宜不斷重組的可能。（註八九）

以上針對兩類詮釋困境所做的說明，顯示出詮釋觀的貼切與否，的確關係

到對現實有效理解的程度，因此有必要跳脫既有的分析觀點，透過掌握重要分

析單元的方式，對我國同業公會所處的整體環境，進行一種新的理解。

二、四元分析架構的建立

對於自身文化型態的理解，有助於提醒我們在運用西方理論時，必須抱持

著一種謹慎的態度。換言之，我們藉由多元主義、新國家主義及組合主義觀點，

或許可以充份理解到西方社會對同業組織的看法，但未必完全適合於用來理解

我國同業組織實際運作的內涵。筆者藉由上述兩例的討論，嘗試提出一種新的

詮釋架構，來描述我國傳統的同業組織的發展與功能。此詮釋架構就是將「國

家」與「社會」的二元概念，轉換成「黨國」、「國家」、「社會」、「私己」四個

相互關聯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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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黨國」、「國家」、「社會」、「私己」四元架構，並不是將「國家」與

「社會」的模式加以擴充修正而已，而是因為從清末開始，大量引入內含「國

家」與「社會」觀念的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確已形成一股不可被化約的力量，

但必須再加上在海峽兩岸分峙以後，在台灣具有全盤主導地位的「黨國」體制，

以及根深蒂固的「私己」型的差序格局人際連結形式，形成此四元分析架構，

而此四元分析架構之間的互動關係，除了有西方法秩序的互動形式，更具有擬

似家族團體連帶的互動形式。

由於這四個分析單元本身，各有其不同的目的和運作邏輯，因此在本質上

是不可化約的。就「黨國」而言，指的是國民黨黨國一體的體制。既然黨與國

是一體的，套用傳統的觀念來說就是「自家人」，兩者的界線不必分得那麼清

楚，資源的流通和轉換也就不必那麼在意。所以誰握有黨組織，誰就可以掌控

國家機制，其權力等於、甚至大於國民黨加上國家機制之和，因為除了黨與國

的資源外，另由私已所連帶出去的關係團體，可以不必然內在於黨組織或國家

體制，其所交織出來的權力之大、利益之廣，往往令人嘆為觀止，這也是為什

麼掌握國家機器的領導人，無論如何都必須取得國民黨黨主席的地位，真正內

在的原因。五十年來的統治歷史中，經濟與政治力量的運用，是國民黨具有優

勢地位的泉源，國民黨的經濟力量，很大部份來自國家資源的移轉及其黨營事

業的獲利，而政治力量則透過國家的力量而對行政體系進行操控，因此黨國的

目的在於謀利與執政；而謀利與執政之間密切的互動關係，造就了特殊的黨國

運作邏輯。此種運作邏輯，無法單獨由一般政黨屬性，也無法單獨由國家角色

來進行解釋，因此有必要視為一個獨立權力單元。

我們現行對政黨的規範，是多元主義式的界定，即將政黨視為人民團體，

其活動屬於「私領域」的範圍，而從事經濟活動也是「私領域」的事，公權力

根本不能介入，因此國民黨黨營事業，可以任意地與外界交流合作，以獲取利

益。殊不知黨國一體的體制，實質上已使執政黨握有超級權力，卻無從加以規

範，這是引進多元主義的人士所設想不到的，因為多元主義預設社會的多元競

爭，可使公權力不會被壟斷。由此可看出，面對台灣特殊的政經情勢，多元主

義「國家與社會」的解釋模式，是不太夠用的。

再者，依西方近代的觀點，「國家」是官僚體制的組合，其地位是基於契

約或法典而來，是法秩序的執行者，其目的在於維持自身統治的正當性，其運



止善 第三期 2007.12

40

作邏輯是依法行政，建立並維持公共秩序。我國自民國肇建以後，陸續引入此

類觀點，至今已成公認之觀念。傳統由「家」自然推衍到「國」的理論，已不

再被承認。然而前述的黨國體制，確實時而影響到國家的運作邏輯，但在一般

的狀況下，我國的公務人員，無論是否基於自保因素，早已被訓練得必須在法

令的限制內表達意見。換言之，即使在政策上要圖利或偏袒特定人士，也必須

先在法令上解釋得過去才行。所以在實際事務的操作上，擬似家族團體連帶的

運作，必須照顧到法令詮釋的限度。其次，我們接受新國家主義的認定，國家

是具有自身獨特的視野和利益的組合，能夠主導政策的制定與推行。因此，「國

家」做為一個獨立的分析單元，是有其必要的。

「社會」單元在西方理論中，原指具有排他性格的自治共同體，是一種成

員界限分明的 corporate community；相對而言，傳統中國人從「家族」的層次，

即「齊家」，到「治國」之間，似乎是一種同理的跳躍性推衍，亦即在「家」

與「國」之間，好像沒有單位存在，也沒有設定一個獨立的倫理規範，而這中

間的空白，正是我們後來稱之為「社會」的範疇，適用的倫理規範則是「公德」，

或西方所謂的「市民倫理」。所以傳統中國被視為「有家族而無社會」或「家

族即社會」。凡是家族外的社會關係，都儘量化約成家族內部的關係。所以社

會的基本單位是家族，而家族之間又根據宗法制度聯合起來，組成一個類似家

族的社會。在這種「家族至上主義」的社會中，個人與家族關係不能分割，只

能透過家族與他人發生聯繫。這種社會的觀念，是與西方不一樣的。

中國型的社會到今天仍然明顯地缺乏家族以上和國家以下的社群意識，當

然相對於這種社群意識的市民、公民倫理觀念，也就一直處於發育不良的狀

況。晚清的「群學」思想雖然有助於「民族國家」的建立，卻對於近代「市民

社會」或「公民國家」意識的養成仍嫌不足。近代中國並沒有成功地從「文化

性國家」的形態轉化為「社會性國家」的形態。

近代中國人總以為個人與家庭之外的關係，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社

會」，這與西方具有強烈組織意涵的共同體觀念不同。事實上，「社會」一詞做

為 Society 的翻譯，是到清末才出現的，所以傳統中國人的思想中，並無 Society

的明確意識存在。（註九十）在傳統中國典籍當中，在表達現今「社會」這個語詞

所陳述的意思時，大概會用「地方上」、「鄉閭」、「老百姓」等詞語，而這些語

詞所指涉的概念，都在「國」與「家」的範疇之內，依「己」的不同認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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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網絡關係而定，換言之，傳統中國找不到在「國家」之外、與「國家」

相對立的概念。因此傳統中國即使是地緣性的聚落，也無法形成西方意義下的

Society，但卻往往與血緣性的宗族團體合而為一。

因此，當我們將「社會」視為一個分析單元時，必須區分兩種意義的社會，

一種是具有法律的、正式的組織性意涵的共同體，如同業公會的組織；另一種

則是私人的、非正式的擴大化的家族團體連帶，如同鄉會、聯誼會等組織。前

者是組合主義的重要成份，是西方背景下的產物，但是清末民初之時，許多傳

統的會館和公所轉變商會，成為具有「法人團體」的資格後，其實已經全盤改

變了傳統中國同業組織的內涵。新的意義下的同業組織，從此開始成為政經體

制的一環；而後者這種差序格局所衍生的組織，在西方個人主義的架構中，沒

有適當的地位可供比對，但是此種組織所產生的力量，確實持續地主導著社會

中各層面的運作。

而在社會團體為求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大量利益之下，家族團體與擬似家族

團體的運作邏輯，便在這種極具彈性的「關係」中展開，並基於不同的利益，

不斷重組新的團隊，構成在組織與運作上極具特色的利益團體。而所謂的「關

係」，指的是某種通向特權（privilege）的特殊管道。這種特殊管道不是每個個

人、每個團體所可以任意擁有的。隨著團體之為強勢或弱勢，個人擁有權力

（power）之多寡，這種關係會起落而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有必要將非正式

組織的運作邏輯納入「社會」的意涵當中，使「社會」做為基本的分析單元時，

內容上能夠更為完整。

至於分析單元中的「私己」部分，與西方的「個人」有所區別，因為中國

傳統中的個人，不是社會的基本分析單元，「家族」才是社會的基本分析單元，

個人的價值必須放在家族網絡中才能被理解；而關係擴大之後的個人，也是透

過在前述的擬似家族團體連帶中被界定的。雖然清末引入西方的法秩序之後，

以權利義務關係來定義的「個人」，成為法律秩序的新單元，但是傳統的家族

文化型態，並未因此而轉變，以致出現在社會中充滿著法律上的獨立個體，卻

為家族成員擔任人頭角色的怪現象。因此，我們必須從「關係性」的角度，而

非西方「自足的個體」的角度，來理解「私己」不同於「個人」之處。

由私己基於利益考量，透過擬似家族團體的連帶所構成的關係網絡，一般

稱之為「班底」。班底團隊具有高度的默契和團體意識，即「自己人意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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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現代社會分工的需要，班底的成員無法完全來自親族，於是便擴張其親

族團體的認同感和信任感，使之成為擴大化的內聚體系。這種經由「自己人意

識」所發展的「人情關係」，是將「關係」界定成一種人情、倫理、工具、利

害結合的複雜溝通管道。這種關係之所以複雜，是因為每一個面向都同時內蘊

其他四個面向的質素。換言之，在人情中可以見到倫理、工具、利益等關係，

在倫理中可以見到人情、工具、利益等關係，它們是一種以互相滲透浸染的方

式交織而成。進一步來說，在實務運作上，「關係」的認定與「關係」的運作，

可以從上述的幾種質素中任意一個角度切入，形成深切的「自己人意識」，也

可以從任意的另一角度切入，形成更具影響力的「自己人意識」，而取代前一

種關係的重要性，而如何認定，則依時代或情境之不同，而有所變化。

這種極為複雜但也極具彈性的「關係」，被界定成是一種「人情關係秩序」，

有別於「事的制度」，而進入「人的制度」裡。因此，我們可以從非正式管道

對正式管道支配力的「隱藏秩序」概念，來理解由私己所建構的「關係」圖像。

（註九一）也正由於關係性私己這個單元的特殊性，使得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前面

所提出的四元架構的相互關係，也就是在分析台灣政經發展時，會發現到其實

際的發展與變化，以某種固定的切入角度或解釋模式，並無法得到充分說明，

相反的，我們必須應不同的時代或情境，以不同的單元為核心，切入議題，才

有可能獲得較貼切的理解，例如在政府遷台初期，對台灣政經社會發展的理

解，必須以「黨國」為中心來進行分析，而解嚴之後李登輝上台，則是將分析

重心放在以私己連帶為主軸的關係。所以，這個四元分析架構的提出，相信在

解釋的效果上，可以發揮的更大。

總之，近代西方是以滿足個人自利的市場社會，在公與私之間具有絕對界

限，公共規範容易建立；然而中國是不鼓勵自利行為的道德社會，但其道德建

立在具體的差序上，不易被普遍化，公與私被相對化，公共規範難以建立。中

國西化後，移植西方內含公民社會的各種制度，卻無法扭轉差序性的文化格

局，以致表面上具有公共規範，但實際上卻不被遵守，結果使得黨國體制得以

輕易地化身在後操控國家，對社會及私己進行管制或攏絡。在此情形下，筆者

嘗試以「黨國」、「國家」、「社會」、「私己」四元架構，用以解釋台灣政經發展

上的諸多特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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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aiwan declared its martial law ended, it also ended the

restriction to its people’s freedom of assembling. Suddenly, mass

organizations were established rapidly and quickly. The folk strength,

which was accumulated for a long time, began to be unleashed from every

corners of the Taiwan society. The energetic waves of strength were hard

to keep up with. However, it also led to the writer’s attention on the

local organization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organizations of

employers), that their functions do not seem to be developed. The

outside world’s understanding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lines of works

still remains superficial. It lacks deeper explanations of theories

regarding the real internal operating situa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writer began researching regarding mass organization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writer could sense even

more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Taiwanese organizations’operation. It

could not be explained by simply using one theory. To overcome this

barrier, the writer used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conduct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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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hrough the paths of “history,”“composition,”“evidence,”

and “observation participation,”with analysis, the writer tried to

sketch out the real image of the organizations of industry of Taiwan

area. On this direction of research, the writer organized a set of basic

analyzing structure, and proposed a new understanding to the

organizations of employers. But the establishments of this kind of new

viewpoint were concerned widely at start. Also because the analyzing

structure is still in the launching stage, the writer, with an anxious

heart, was afraid of overstating, but still desired the presented

statement of this article is not detached distantly from the

expectation.

Keywords: trade association, the explaining to the skeleton, the
freedom of company


